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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进行准确识别,是有效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一现实问题的前提条件。本文使用

2008-2018年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和代

表性家庭的瞬时效用函数,建立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多种计量方法考察人口结

构红利、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人口结构红利的作用凸显,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财政支出具

有城市偏向性特征,会将有限资源集中分配给城市高技能劳动力,不利于要素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合

理配置,从而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人口结构红利通过对财政支出偏向的调节效应负向影响到

城乡收入差距,该调节效应使得人口结构红利削弱了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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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指出“当期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因此,改善收

入分配不仅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心,也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政策的基本导向,是绕不开的

紧迫任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方面备受各

方关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而复杂,只有准确识别其关键因素,
才能有的放矢地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杨新铭,2012),才能到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远景目标,即使得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大量研究指出,政府实施的城市偏向性政策以及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影响城乡收入差

距最主要的因素(蔡昉、王美艳,2009;Lietal,2019)。一方面,在城市偏向性政策视角下,学者们

认为城市偏向性政策提高了城市居民福利水平,阻碍了农村居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从而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Blanchard&Giavazzi,2003;孙华臣、焦勇,2019)。政府倾向实施偏向城市的经济和社

会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顺利展开离不开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这必然促使财政支出带有城市偏向

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均衡增长(雷根强、蔡翔,2012)。目前,针对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Suetal,2019)。从财政支出规

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城乡协调发展的大规模

城市偏向财政支出会恶化城乡收入分配(骆永民、樊丽明,2019);而Subarna&Cerf(2009)则认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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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提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于财政支出结

构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Sicu-
laretal,2007)。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一般情况下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影响

(陈斌开等,2010;Yeetal,2018),但财政农业支出通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沈坤荣、张
璟,2007)。

另一方面,基于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视角,研究认为在人口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乡分割的

户籍制度所形成的潜在甄别和筛选机制,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城市居民率先享受到人口城镇化推

进过程中就业机会增加、资本流入等资源聚集效应。这在扩大城市居民社会需求、带动生产规模经

济以及促进城市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显著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且相

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障,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这使得城市居

民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从而加深了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向书坚、许芳,2016)。但是,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推进,人口流动限制逐渐放宽,剩余劳动力加速从传统的农村向现代化的

城市部门转移并参与城市部门生产过程,导致城市人力资本的增加,这将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

争性,使得城市就业工资水平趋于下降,流向城市的人力资本也将获得高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工

资。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不断减少,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水

平增加,这有助于促进城乡劳动报酬均等化,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起积极作用(Boffy-Ramirez&
Moon,2018)。

总结既有文献成果不难发现,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

究基础与经验借鉴。然而,现有研究仍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1)已有研究多是单独从财政支出或人

口结构角度出发,探究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且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多局限于静态分析,往
往因结构不完整而未达到真正的一般均衡。比如莫亚琳、张志超(2011)将财政支出引入巴罗的内生

增长模型,在探讨一般均衡时未考虑消费者因素;孙宁华等(2009)仅将劳动力扭曲因素纳入动态一般均

衡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少有研究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将人口结构、财政

支出放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人口结构红利、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

内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人口结构红利会使得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产生何种调节作

用。(2)已有研究大多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倒U”型、“U”型变化现象。很少有研究分析最近十多

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这种新演变趋势,也缺少对这种新趋势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3)已
有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多是省级层面数据,而省级内部不同城市间在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以及

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这导致难以准确识别和刻画所关注问题的内在因果效应。
同已有研究相比而言,本文研究发现人口结构红利不仅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还作为调

节因素,间接影响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来看,本文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从城市偏向性政策以及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两个角度出发,借助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

函数以及代表性家庭的瞬时效用函数,建立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揭示人口结构红

利、财政支出偏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并分析人口结构红利对财政支出偏向影响城乡收

入差距的调节机理。(2)聚焦于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这种新演变趋势,实证

研究人口结构红利、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市场化环境和

政策环境角度对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3)基于人口结构红利、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的理论分析,并结合使用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关注发生在中国城市层面的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二、理论模型及相关推论

从动态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假如城乡两部门的政策、制度安排使资源配置趋于均衡,劳动力、
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此时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使得同质要素收益均等化,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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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在城乡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表明存在阻碍

劳动力合理配置的因素,比如政策偏向和制度障碍致使城乡两部门在提高人力资本、获取社会福利

等方面出现差异特征。
本文假设两部门由于政策偏向和制度障碍彼此分割。借鉴Krugman(1991)核心-边缘处理方

法,不同部门劳动力数量分别代表各部门人口数量,劳动要素完全出清,社会不存在失业。
(一)模型的建立

1.生产者行为。城市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企业发展,城市也是各种要素出清的重要场所。本文假

设城市经济系统是由一个统一的生产部门所组成,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合理配置并参

与生产。并且,劳动力的差异性主要来源于教育水平差距和技术水平差距两部分。那么,城市部门

生产函数采用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

Ut = φ(GLAtnLt)α+(1-φ)(GHAtHt)α[ ]
1
α (1)

式(1)中,Ut 为城市部门产出,At 为城市平均技术水平,φ为生产要素份额,Lt 为农村部门和城

市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总量,n为低技能劳动力Lt 在城市部门中的份额,Ht 代表城市部门中高技能

劳动力。GL 代表城市财政支出对城市部门低技能劳动力的积极影响,GH 代表城市财政支出对城市

部门高技能劳动力的积极影响。本文构建了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指标,以G=GH/GL 衡量城市偏向

财政支出。对于城市部门而言,不仅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知识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高水平的研发人员与技术人员,也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从事大量的生活性服

务业,从而促使城市发展满足“熵减”状态。因此,政府为了满足特定的发展战略,将会在财政支出上

对不同产业有所侧重,最终传导到不同产业的就业人员之中,形成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异质性

的支出水平,进而带来城市偏向财政支出。根据CES生产函数的性质,要素替代弹性ε=1/(1-α),

外生技术进步率At

·
/At=gU,其中,At

·

是指一定时间内A 的变化量,下文类同。
对于农村部门而言,农业生产构成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并且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投入是低技能

劳动力。鉴于农村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本文假设农业产出是低技能劳动力的线性函数,因此农村

部门生产函数可以设为:

Rt =Bt(1-n)Lt (2)

式(2)中,Rt 为农村部门产出,Bt 为农村部门技术水平,(1-n)是低技能劳动力在农村部门的比

重,外生技术进步率Bt

·

Bt
=gR。

2.消费者行为。考虑居民消费过程中产品类型的变化特征,本文拓展了Kongsamutetal(2001)
考虑结构转变的效用函数,代表性家庭的瞬时效用函数为:

U(CR,t,CU,t)=
∫

∞

t=0
e-ρtC1-σ

R,t -1
1-σdt ,CR,t≤R

∫
∞

t=0
e-ρt (CR,t-R)θ(CU,t)γ[ ]1-σ-1

1-σ dt ,CR,t>R

ì

î

í

ï
ï

ï
ï

(3)

式(3)中,效用函数将代表性家庭消费分为农产品CR,t和非农产品CU,t消费,ρ为主观时间贴现

率,σ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θ和γ 均为正数且θ+γ=1。R为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当农

村部门最终产品总量不足以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R时,生产要素将集中在农村部门。当农村部

门最终产品总量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R时,生产要素将从农村部门转移至城市部门来生产

非农产品,此时存在:R<LtBt。

3.系统均衡决策。系统均衡的最大化条件是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并且约束条件为预算约

束,即工资收入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优化配置。因此,代表性家庭效用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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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式(4)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均衡:

maxU(CR,t,CU,t)=
(CR,t-R)θ(CU,t)γ[ ]1-σ-1

1-σ
(4)

s.t. pRCR,t+CU,t =It (5)

式(5)中,给定价格向量{pR,pU},非农产品价格pU 标准化为1,工资收入为It,CR,t和CU,t分别

为t时期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消费,通过定义拉格朗日函数可求出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系统均

衡解为 CR,t,CU,t{ }∞t=0的一组策略组合。

CR,t =θIt-pRR
pR

+R (6)

CU,t =γ(It-pRR) (7)

式(6)中,代表性家庭将收入份额中的θ用于农产品的消费,式(7)表示代表性家庭对非农产品

的消费占收入的份额为γ。所以,非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农产品,体现居民对农产品和非农产

品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从侧面反映出当居民的基本消费得到满足后,劳动力将从农村部门

流向城市部门的基本现实。
(二)模型动态均衡解

在动态条件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式(8)及约束条件式(9)满足:

maxU(CR,t,CU,t)=∫
∞

t=0
e-ρt [(CR,t-R)θ(CU,t)γ]1-σ-1

1-σ dt (8)

s.t. E
·

=It+rEt-pRCR,t-CU,t (9)

在式(9)中,给定价格向量{pR,pU,r},非农产品价格pU 标准化为1,E
·

表示资产的动态变化,Et

为代表性家庭净资产且E0=0,定义汉密尔顿函数并根据一阶条件,可得到关于消费的欧拉方程:

(CR,t)
·

CR,t-R
=C

·

U,t

CU,t
=r-ρ

σ
(10)

在产品市场均衡条件中,假定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产出全部用于消费。那么存在:Rt=CR,t,Ut=
CU,t。利用两部门生产函数对时间求导,可获得广义各部门产出的增长速度:

(Rt)
·

Rt-R
=U

·

t

Ut
=gU (11)

综合式(10)和式(11)以及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知消费的增长率与产出的增长率相等,因此利

率:r*=σgU+ρ。城市部门常住人口工资率为wu,农村剩余人口工资率ws 和农村转移人口工资率

wt 差异程度为一外生给定变量gw,综合式(1)和式(2)可以得到:

wt =φU
1
εt (GLAt)

ε-1
ε (nLt)-

1
ε =wsgw =PRBtgw (12)

wu = (1-φ)U
1
εt (GHAt)

ε-1
ε H-1εt (13)

将式(2)、式(6)和式(7)代入式(12)可以得到隐函数:

(1-n)Lt-θgw nLt+(φ-1-1)(HtG)
ε-1
ε (nLt)

1
ε[ ]-R

Bt
=0 (14)

式(14)存在唯一的n*∈(0,1)满足市场出清的均衡条件,n*是均衡状态时农村劳动力的配置。
假设农村剩余人口工资率ws 和农村转移人口工资率wt 加权平均可得农村居民人均工资wr,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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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式(12)可得:

wr =1+n*(gw -1)
gw

wt (15)

本文进一步采用城乡收入比刻画城乡收入差距incg,由式(13)和式(15)可知:

incg =wu

wr
=
(1-φ)(n*)1ε

φ
gw

1+n*(gw -1)
(G)

ε-1
ε

Ht

Lt

æ

è
ç

ö

ø
÷

-1ε
(16)

由式(16)求解城乡收入差距关于人口结构红利spop=
Ht

Lt
的一阶导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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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7)中参数项
(1-φ)(n*)1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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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变量项(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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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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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因此城乡收入差

距关于人口结构红利的偏导数为∂incg
∂spop<0

,由此得到推论1。

推论1:人口结构红利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推论1表示,随着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多地集聚到城市部门并参与生产,将带来城市部门的人

口结构从低技能劳动力密集走向高技能劳动力密集。第一种典型经济事实是处于农村部门的未成

年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离开本土,在完成高等教育实现高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累积后,考虑到个

人职业发展等因素,更大的可能性是留在城市。第二种典型经济事实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低技能

劳动力,通过长时间“干中学”所累积的经验和诀窍,实现从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在
政府不断降低“城市落户”的各项限制条件后,存在较为强烈的意愿希望留在城市部门。因此,导致

城市部门的人口结构红利愈发成为促进城市内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城市成为人发挥主观能动性

的重要空间,并通过吸纳农村低技能、低报酬的劳动力提高其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进而缩小了城乡

收入差距。

G表示城市偏向财政支出,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财政支出结构上的侧重。最终这一有偏的财

政支出情况将会传导至城市和农村收入之中,形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此,本文继续求解城

乡收入差距关于城市偏向财政支出的一阶导数,可得:

∂incg
∂G =

(ε-1)(1-φ)(n*)1ε
εφ

gw

1+n*(gw -1)
(G)-

1
ε

Ht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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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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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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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8)中,参数项
(ε-1)(1-φ)(n*)1ε

εφ
gw

1+n*(gw-1)
>0①,变量项(G)-

1
ε

Ht

Lt

æ

è
ç

ö

ø
÷

-1ε
>0,因此:

∂incg
∂G >0,由此得到推论2。

推论2:城市偏向财政支出会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推论2表示,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体现”的

劳动报酬或者技能溢价(李成友等,2018);二是政府补贴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当政府将更多资源

配置给城市高技能劳动力,也就是说为了特定产业发展而推出的有所偏向的财政支出结构,将会改

变自由竞争市场所形成的要素市场出清条件,推动城市高技能劳动力获得超额收入,同时高技能劳

动力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结合基础模型中人口结构红利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需要继续考察人口结构红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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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直接效应之外,是否会对城市偏向财政支出产生一定的调节影响。在现实

情况中,城市偏向财政支出的对象仍然以人为主体,对不同人群的财政支出产生分化,产生结构性不

一致的水平,也就构成了城市偏向财政支出的根本来源。所以,模型中继续考察人口结构红利因素

与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对式(18)进一步求关于人口结构红利的导数,获
得人口结构红利对城市偏向财政支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效应的影响:

∂2incg
∂G ∂sp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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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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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9)中,参数项为
(1-ε)(1-φ)(n*)1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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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因此 ∂2incg
∂G∂spop<0

,由此得到推论3。

推论3:人口结构红利削弱了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
推论3表示,虽然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考虑到城市部门人口结

构红利因素的存在,将会降低城市偏向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这是因为更多从农村部门流入的人口

能够获得城市部门的发展红利,进而反哺于农村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人口结构红利弱化了城

市偏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影响机理看,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反映了政府将有限资源集聚使用的事实。同时,这种政策导

向也会加快更多农村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通过教育和“干中学”获得技能与溢价,在城市偏向财政支

出中获得收益。所以,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反映政府对“蛋糕”如何分割的问题,那么人口结构红利的

上升,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获得了这部分权利,势必削弱了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

影响。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文的研究推论,本文分别探讨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构建基准模型如式(20)所示。

incgit =β1+β2spopit+β3Git+∑βkXk,it+εit (20)

在式(20)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incgit代表城乡收入差距;β1 代表截距项,β2-βk 代表各解

释变量的系数;spopit代表人口结构红利;Git代表财政支出偏向;Xk,it为若干控制变量,反映城市的重

要经济和社会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
然后,为探讨人口结构红利对财政支出偏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边际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式

(20)中基础上加入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的交互项spop×Git,通过检验该交互项系数的显

著性来检验其调节效应,如式(21)所示。

incgit =β1+β2spopit+β3Git+β4spop×Git+∑βkXk,it+εit (21)

调节效应的分析首先要识别出调节变量,通常情况下,调节变量是一个系统地改变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强度或者方向的变量。在式(21)中,人口结构红利spopit是调节变量,虽然从形

式上来看,人口结构红利spopit和财政支出偏向Git在统计上是对称的,但二者在理论意义上却是不

同的。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cg)。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城镇和农村差异的基本方面,其度量

标准多样。本文综合考虑我国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变量的形式,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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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旗等(2017)的做法,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度量城乡收入差

距。该指标为一项正向指标,且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数值越大说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

入分配越不平等。

2.核心解释变量。(1)人口结构红利(spop)。人口结构有诸多衡量标准,有学者分别从人口空

间结构、人口自然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不同角度来衡量人口结构,也有学者将三者结合通过构

建人口结构综合指数的方式来刻画人口结构。但是,上述指标无法直接体现城市间的人口迁移流

动。加之随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人口流动限制逐渐放宽,农村劳动力加速流入城

市部门,通过完成高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后留在城市部门。因此,本文放宽户籍限制,选取能够

反映劳动力流动信息的城镇劳动力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对人口结构红利进行刻画(向书

坚、许芳,2016)。
(2)财政支出偏向(G)。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城市部门,具有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在驱动

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使得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产生

分化,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结合理论模型部分,选取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差别,且与民

生密切相关并带有明显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作为财政支出偏向

的代理变量(雷根强、蔡翔,2012)。

3.控制变量。(1)金融发展水平(fia)。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农村地区融资困境,推动该地区企业成长,并进一步提高对农村劳动力需求与

工资支付水平,进而引起农村部门家庭收入增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因个体财

富水平差异产生进入金融市场的财富门槛,这一门槛将推动更多地资金流向城市,并限制农村地区

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利影响。鉴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表现为银行业

规模在金融行业中占比较大的特征,故本文选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 之比作为金融发展水平

代理变量。
(2)经济开放程度(fdi)。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很好地衡量地区经济开放程度,其通过产业布局、

人口流动等渠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选取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对

经济开放程度进行衡量,其中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用年均汇率将美元单位折算为人民

币单位。
(3)人口生育率(csl)。人口生育率与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相比显得更为基础。这主要

是由于传统生育观受到现代观念的冲击,以及养育孩子的成本等问题使得人口生育率成为影响城乡

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本文选取人口出生率这一指标对人口生育率进行刻画。
(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消费价格变动会对居民收入实际水平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导致

城乡收入分配产生明显差异,进而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Adam & Tzamourani,2016),因此,本文选

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控制变量。
(5)人力资本存量(hum)。劳动力可以通过自身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从而获得更高的

技能溢价,改变低报酬状态。但是,在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城乡人

力资本投资回报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等,2010)。高等教育水平是衡量人力

资本投资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选取各地级市历年高校在校生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衡量人力

资本存量。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指标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城乡收入差距 incg 3124 2.5106 0.5805 1.2770 2.4243 8.9116

人口结构红利 spop 3124 0.3305 0.1869 0.0202 0.2798 0.9958

财政支出偏向 G 3124 0.1297 0.0471 0.0021 0.1235 0.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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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指标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金融发展水平 fia 3124 2.5821 2.0896 0.5600 1.9692 38.2369

经济开放程度 fdi 3124 0.0181 0.0182 0.000002 0.0125 0.2101

人口生育率 csl(‰) 3124 11.1660 2.7721 3.8400 11.1000 53.00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3124 1.0258 0.0184 0.9765 1.0221 1.1009

人力资本存量 hum 3124 0.0163 0.0205 0.00003 0.0090 0.1311

(三)数据的中心化处理

由于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交互项spop×Git,在核心解释变量spopit和Git与交互项spop×Git之

间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需要对变量进行相应处理以避免或减少引入交互项后

引发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借鉴Robinson&Schumacker(2009)的研究,在做调节效应分析时,首先

要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化处理即对变量进行线性变换,以削弱单变量和变量交互项之

间的共线性。对变量的中心化处理过程如下:首先分别对spopit和Git取平均,得到均值spopit和Git;
其次分别用spopit和Git的原始值减去各自的均值,得到离差dspopit和dGit;最后将离差相乘即得到

中心化处理后的交互项。
(四)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本文提供了基础数据,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中国区域经济年

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政府工作报告补齐,极少数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全。经过严

格筛选以及汇总,本文剔除了考察期内发生过行政区划变动的样本,如撤销地级巢湖市设为县级市,
增设贵州省铜仁和毕节市、海南省三沙和儋州市、青海省海东市、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市以及西藏自治

区五个地级市(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和那曲),并不再将数据缺失严重的拉萨市纳入样本,加之深

圳地区没有农村,最终选取了2008-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包含了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1
年的样本集,共计样本量3124个,供本文分析使用。

四、实证结果、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基准模型中,本文分析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 Hausman
检验,基准回归模型选用固定效应(FE),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红利(spop)的回归系数在式(1)~(6)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这表明人口结构红利能够有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本文推论1得到验证。这说明随着人口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加速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集聚到城市部门,并通

过教育、经验积累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改善低收入状态。不仅如此,由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

限制条件不断放宽,城市在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其留在城市部

门的可能性,这使得人口结构红利进一步凸显,进而充分发挥了其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同时,财政支出偏向(G)的回归系数在式(1)~(6)中均为正值,且在1%或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本文推论2也得到验证。这说明城市偏向的财政

支出结构加剧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等的状况,改变了自由竞争市场所形成的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不
利于要素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城乡收入出现不平衡的增长,进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

距的扩大。
在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发展水平(fia)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

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其原因可能在于,城市部门中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居

多,而农村部门则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前者所需投入的资本量远远大于后者。因此,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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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将通过解除融资瓶颈更大程度地推动城市部门的产业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开放程度

(fdi)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值,这说明外资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依据要素价格机制,这
必然引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要,进而通过价格的同向变动缩小城乡劳

动力收入差距。人口生育率(csl)和人力资本存量(hum)变量的回归系数结果均显示与城乡收入差

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城市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在相对高于农村部门的同时,
人口生育率却低于农村部门,致使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拉大,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后,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值,这说明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乡

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城乡居民对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的反应不同,在相同的价格变动区间下,农
村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幅度更大,致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恶化。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spop
-0.844***
(0.048)

-0.921***
(0.050)

-0.766***
(0.052)

-0.570***
(0.056)

-0.585***
(0.057)

-0.670***
(0.063)

G 0.512***
(0.197)

0.549***
(0.195)

0.277*
(0.160)

0.693***
(0.182)

0.708***
(0.181)

0.776***
(0.174)

fia
0.043***
(0.008)

0.044***
(0.006)

0.048***
(0.008)

0.047***
(0.008)

0.043***
(0.008)

fdi
-6.582***
(0.524)

-6.414***
(0.539)

-6.186***
(0.533)

-6.485***
(0.552)

csl 0.045***
(0.007)

0.044***
(0.007)

0.043***
(0.007)

cpi
5.922***
(1.972)

5.906***
(1.972)

hum 1.726***
(0.464)

常数项 2.979***
(0.049)

2.921***
(0.050)

3.050***
(0.042)

2.440***
(0.103)

-3.833*
(2.082)

-3.797*
(2.082)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79 0.193 0.232 0.270 0.273 0.275

N 3124 3124 3124 3124 3124 312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为克服内生性问题,通常做法是寻找满足相关性和正交性两

个条件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因此本文拟选用核心解释变量的一期、二期时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从表3中三个统计量的结果来看,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以及过度识别

问题。从表3中式(1)和式(2)可以看出,在内生性问题得到处理以后,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高度

一致。尽管如此,本文还使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法)进行估计。通过对比后发现,表3
中式(3)和式(4)的结果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法)的估计结果并无本质区别,这表明内生性问

题未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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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2SLS LIML

(1) (2) (3) (4)

spop
-0.771***
(0.052)

-0.644***
(0.069)

-0.771***
(0.054)

-0.644***
(0.064)

G 0.667*
(0.387)

1.105***
(0.394)

0.668***
(0.250)

1.106***
(0.258)

fia
0.038***
(0.007)

0.038***
(0.006)

fdi
-5.959***
(0.631)

-5.958***
(0.567)

csl 0.037***
(0.007)

0.037***
(0.004)

cpi
-7.357**
(3.084)

-7.355**
(2.887)

hum 2.208***
(0.501)

2.209***
(0.560)

常数项 2.854***
(0.060)

9.965***
(3.188)

2.506***
(0.050)

9.436***
(2.948)

Kleibergen-PaaprkLM
139.919
(0.000)

116.461
(0.000)

Kleibergen-Paaprk
WaldF

22.980
(7.560)

17.378
(7.560)

HansenJ
5.783
(0.056)

4.450
(0.108)

year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36 0.220 0.136 0.220

N 2556 2556 2556 2556

  注:Kleibergen-PaaprkLM统计量括号内对应识别不足检验的p值,Kleibergen-PaaprkWaldF统计量括号内对

应Stock-Yogo弱识别检验的10%临界值,其余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2.稳健性检验:变换和增加变量。(1)变换被解释变量。现有研究一般采用城乡收入比对城乡

收入差距进行衡量,但也有文献将福利性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障、失业保险等,使
用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rcon)度量城乡收入差距,故本文使用城乡消费比对城乡收入比进行

替换。(2)变换核心解释变量。为将人口流动信息纳入人口结构红利指标,学者们选取不同的代

理变量,除选取城市劳动力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来表示外,还包括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比

和从业人员占比的方式进行刻画,由于从业人员更能充分反映人口流动信息,故本文采用从业人

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labor)对人口结构红利指标进行替换(铁瑛、张明志,2017)。(3)增加控制变

量。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将通过改变要素边际报酬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已有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劳动力市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影响(吕炜、高
飞,2013)。因此,本文添加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比值(inds)来衡

量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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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稳健性检验:变换和增加变量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变换被解释变量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 增加控制变量

变换被解释变量

和核心解释变量

变换被解释变量

和增加控制变量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

和增加控制变量

(1) (2) (3) (4) (5) (6)

spop
-0.261***
(0.091)

-0.674***
(0.063)

-0.248***
(0.093)

labor -1.050***
(0.110)

-0.572***
(0.113)

-1.115***
(0.110)

G 1.378***
(0.327)

0.459**
(0.215)

0.762***
(0.175)

1.234***
(0.315)

1.387***
(0.330)

0.423*
(0.220)

fia
-0.009
(0.011)

0.044***
(0.009)

0.039***
(0.008)

-0.008
(0.011)

-0.005
(0.010)

0.038***
(0.008)

fdi
-2.833***
(0.633)

-6.321***
(0.561)

-6.618***
(0.565)

-2.630***
(0.623)

-2.696***
(0.621)

-6.481***
(0.574)

csl
0.006
(0.007)

0.050***
(0.007)

0.042***
(0.006)

0.008
(0.007)

0.007
(0.007)

0.049***
(0.007)

cpi
3.890*
(2.088)

4.901**
(2.005)

6.005***
(1.965)

3.571*
(2.094)

3.823*
(2.096)

5.070**
(1.994)

hum 3.308***
(0.509)

0.564
(0.434)

1.223**
(0.489)

3.073***
(0.514)

3.880***
(0.570)

-0.152
(0.457)

inds 0.287**
(0.126)

-0.348**
(0.158)

0.450***
(0.130)

常数项
-1.490
(2.216)

-2.846
(2.120)

-3.980*
(2.077)

-1.172
(2.222)

-1.326
(2.232)

-3.139
(2.111)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97 0.266 0.276 0.198 0.198 0.269

N 3092① 3124 3124 3092 3092 312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通过表4可以看出,在变换和增加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在影

响方向上并未发生改变,仅在显著性水平大小上有所变动,这印证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并验证了基准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增加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在以城乡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incg)时,产
业结构(inds)回归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城乡收入差距起扩大作用。当城乡收入差

距的代理变量变换为城乡消费比(rcon)时,产业结构回归系数的符号发生变化且在5%的水平上显

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缩小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逐步提高及其销售和

服务体系的完善,农村居民的消费意识逐渐提升,越来越重视消费的品类和品质,并开始追求多元化

消费,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

3.稳健性检验:排除异常值。为了排除特殊地区、特殊年份所带来的少量异常值对计量模型的

干扰,需要通过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异常值。故本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的特点,对城乡收入差

距(incg)在1%分位上进行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处理。通过表5不难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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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部分城市2008-2018年间城乡人均消费数据均存在缺失,线性插值也无法将其补全,因此在进行替换被

解释变量检验时,样本数为309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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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发生改变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1%分位的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

处理后,核心解释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依然与基准回归保持高度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排除异常值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双边缩尾 双边截尾

(1) (2) (3) (4)

spop
-0.824***
(0.049)

-0.654***
(0.056)

-0.716***
(0.048)

-0.552***
(0.056)

G 0.512***
(0.157)

0.767***
(0.153)

0.439***
(0.160)

0.665***
(0.157)

fia
0.043***
(0.005)

0.039***
(0.005)

fdi
-6.328***
(0.499)

-6.080***
(0.481)

csl 0.042***
(0.003)

0.038***
(0.003)

cpi
5.731***
(1.645)

4.567***
(1.611)

hum 1.659***
(0.507)

1.366***
(0.491)

常数项 2.959***
(0.040)

-3.618**
(1.744)

2.876***
(0.040)

-2.409
(1.707)

year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87 0.285 0.163 0.258

N 3124 3124 3062 3062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三)异质性分析

1.经济环境异质性分析。为检验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是

否因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本文综合经济意义与数据的可得性,借鉴聚类分析的基

本思路,采用“降维”法把面板数据纳入分析,通过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总额指标综合刻画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最终将284个地

级市划分为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三类,并分别对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此

外,由于上述指标均为总量指标,本文选用年末总人口对其进行平均以排除人口规模因素并通过z-
score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表6 经济环境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发达地区 次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1) (2) (3) (4) (5) (6)

spop
0.568***
(0.117)

0.727***
(0.190)

0.091
(0.085)

-0.068
(0.085)

-1.204***
(0.078)

-1.041***
(0.082)

G
1.262
(1.114)

1.276
(1.071)

2.535***
(0.392)

2.879***
(0.369)

0.095
(0.188)

0.403**
(0.184)

fia
0.092***
(0.033)

-0.015
(0.013)

0.052***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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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解释变量
发达地区 次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1) (2) (3) (4) (5) (6)

fdi
8.707***
(2.321)

-3.499***
(0.624)

-7.205***
(0.716)

csl 0.062***
(0.018)

0.042***
(0.006)

0.035***
(0.004)

cpi
-10.196
(7.805)

-2.635
(2.770)

7.498***
(2.026)

hum
-3.900
(4.063)

2.481***
(0.625)

2.432**
(0.994)

常数项 2.026***
(0.169)

11.293
(8.302)

2.128***
(0.068)

4.634
(2.926)

3.193***
(0.048)

-5.229**
(2.149)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271 0.504 0.137 0.273 0.202 0.280

N 66 66 627 627 2431 2431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表6结果显示,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人口结构红利(spop)和财政支出偏

向(G)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讲,人口结构红利在发达地区在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在次发达地区作用方向并不稳定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显著为负值。
这意味着,从经济发展程度的视角来看,人口结构红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表现在欠发

达地区,而在发达地区则表现为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相比之下,人口结构红利在次发达地区

的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对高技能劳动力更具吸引力,导致

“虹吸”效应加剧,使其农村部门要素资源加速外流,最终表现出人口结构红利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

特征。而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化水平较低,此时城市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不仅

能够使其参与城市部门生产过程,一定程度改善其低收入状态,而且农村劳动力通过“干中学”形成

人力资本积累较大程度地提高其收入水平,从而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财政支出偏向无论在

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均表现为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且在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

作用较为显著。这说明随着地方政府对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财政支持力度的增加,将不断加剧城乡

两部门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2.文化环境异质性分析。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差距总体呈现出收敛趋势,
但我国南北地区因地域跨度较大,居民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

并未在交融过程中失去其独特性(盛来运等,2018)。鉴于此,研究新时代合理利用人口结构红利和

财政支出偏向消弭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南北地区差异化的城市带动农村共同发展的格局,是值得重

点关注的话题。本文遵从传统的南北分界(即秦岭-淮河线为界)划分方式,将我国284个城市分为

南北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文化环境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

(1) (2) (3) (4)

spop
-0.452***
(0.075)

-0.111
(0.093)

-1.233***
(0.069)

-1.159***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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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解释变量
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

(1) (2) (3) (4)

G 1.411***
(0.212)

1.079***
(0.199)

-1.158***
(0.258)

-0.425
(0.271)

fia
0.062***
(0.010)

0.029***
(0.007)

fdi
-7.438***
(0.725)

-6.193***
(0.744)

csl 0.060***
(0.005)

0.027***
(0.005)

cpi
5.408**
(2.485)

10.533***
(2.587)

hum
-0.176
(0.795)

2.237***
(0.691)

常数项 2.742***
(0.056)

-3.613
(2.630)

3.360***
(0.061)

-8.225***
(2.745)

year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99 0.313 0.242 0.322

N 1683 1683 1441 1441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表7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红利(spop)和财政支出偏向(G)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南北差

异。具体来讲,人口结构红利的系数无论是在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均为负值,但影响程度不同,北
方地区在数值上高于南方地区。相比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官本位、等级观念相对突出,崇尚“学而

优则仕”,导致劳动力过度流向国有部门及事业单位,阻碍了人力资本差异转化为工资差距。因此,
人口结构红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终在北方地区表现得更显著。同时,财政支出偏向在南方地

区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在北方地区反而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

原因是,南方地区财政支出偏向于“扶优扶强”领域,这种财政支出偏向有利于具有创新能力和高生

产效率企业的快速发展,进而传导到居民收入层面,促进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但对农村居

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进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北方地区财政支出偏向于“扶贫扶

弱”领域,且财政支出偏向更加倾向于均等思想,这能够使城市的农民工获得更多收入,进而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

3.市场化环境异质性分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内容丰富,可以通过诸多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产

生影响,且市场化程度不同导致决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之间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以市场化

指数作为划分依据,对地区市场化指数在时间维度上取均值,并将小于等于市场化均值中位数的地

区定义为低市场化地区,其余地区定义为高市场化地区。

表8 市场化环境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高市场化地区 低市场化地区

(1) (2) (3) (4)

spop
-0.073
(0.048)

0.010
(0.059)

-1.562***
(0.078)

-1.338***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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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

解释变量
高市场化地区 低市场化地区

(1) (2) (3) (4)

G 0.724***
(0.159)

0.921***
(0.164)

-0.133
(0.247)

0.231
(0.243)

fia
0.016**
(0.006)

0.043***
(0.008)

fdi
-2.478***
(0.435)

-11.925***
(1.337)

csl 0.023***
(0.003)

0.045***
(0.008)

cpi
-0.075
(1.907)

-0.688
(2.880)

hum
0.807
(0.525)

1.658*
(0.847)

常数项 2.482***
(0.037)

2.304
(2.015)

3.653***
(0.069)

3.791
(3.071)

year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75 0.218 0.328 0.392

N 1870 1870 1254 125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表8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红利(spop)在高市场化地区系数符号不稳定且不显著,而在低市场化

地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积极影响。通常情况下,在市场化程度

较低的地区,国有和集体经济比重较大,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工资管制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工资惩罚,
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进而使人口结构红利在低市场化地区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财政支出偏向(G)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反映在高市场化地区,而在低市场化地区不显

著。这主要取决于财政支出偏向在长期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市场化程度越低,推行财政

支出均等化发展成为地方官员“次优选择”,这是因为地方官员通过加大“扶优扶强”领域财政支持,
很难获得升迁机会,所以地方财政支出偏向均等化属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理性行为,这进一步

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非市场化的偏向。而在高市场化地区地方财政支出更具市场化的偏向,而这种

市场化的偏向显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4.政策环境异质性分析。诸如中国这样具有特殊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其发展过程中面临较

大的政策变化,致使城乡收入差距在不同时间段具有某些特定的性质,即存在政策环境异质性问题。
为进一步检验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的政策环境异质性,本文结合

黄少安(2018)划分标准,将时间范围划分为2008-2012年和2013-2018年两个阶段。

表9 政策环境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2008-2012年 2013-2018年

(1) (2) (3) (4)

spop
-1.327***
(0.089)

-0.996***
(0.100)

-0.529***
(0.058)

-0.516***
(0.068)

G 0.759***
(0.222)

0.926***
(0.198)

0.084
(0.246)

0.411
(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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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9

解释变量
2008-2012年 2013-2018年

(1) (2) (3) (4)

fia
0.173***
(0.018)

0.028***
(0.006)

fdi
-7.683***
(0.776)

-4.432***
(0.666)

csl 0.075***
(0.006)

0.023***
(0.004)

cpi
10.640***
(1.990)

-16.258***
(3.594)

hum
-1.156
(0.945)

2.020***
(0.622)

常数项 3.087***
(0.053)

-9.254***
(2.108)

2.663***
(0.045)

19.049***
(3.686)

year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57 0.356 0.062 0.125

N 1420 1420 1704 170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表9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红利(spop)在2008-2012年和2013-2018年两个阶段均为负值,且
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不同时期关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战略可能具有阶段性特征,但其连续性

与稳定性确保在中长期内人口结构红利能够持续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财政支出偏向(G)
在2008-2012年间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2013-2018年间则影响不显著。可能的

原因是,伴随着中国经济总体水平的上升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财政支出改革进程也在逐步深化,

2008-2012年间的财政支出在追逐效率与追求平衡之间更加偏向于追逐效率,财政资金更多用于

“扶优扶强”领域,导致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而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和推进,共享作为新发展理念愈发重要,如何通过财政支出偏向性的调整逐

步实现从追逐效率走向效率与公平并举成为政策目标,进而导致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变得模糊。

五、机制分析

(一)机制检验

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独立事件,人口结构红利反映的

是人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财政支出偏向则是有偏政策对城市的更多投入。那么,这两者之间

可能存在干扰作用进而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本文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设计,在分别探讨人

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后,继续考察人口结构红利是否会对财政支出

偏向产生一定的调节效应,即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二者交互项,并对中心化处理后的数据进

行回归分析。

表10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spop
-0.843***
(0.051)

-0.918***
(0.051)

-0.759***
(0.052)

-0.574***
(0.053)

-0.588***
(0.053)

-0.662***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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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0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G 0.597***
(0.164)

0.629***
(0.162)

0.361**
(0.160)

0.732***
(0.159)

0.744***
(0.159)

0.799***
(0.160)

spop×G
-4.227***
(0.854)

-4.024***
(0.847)

-4.582***
(0.827)

-3.109***
(0.817)

-2.959***
(0.817)

-2.657***
(0.823)

fia
0.042***
(0.006)

0.043***
(0.006)

0.047***
(0.006)

0.047***
(0.006)

0.043***
(0.006)

fdi
-6.733***
(0.523)

-6.524***
(0.511)

-6.304***
(0.515)

-6.553***
(0.522)

csl 0.043***
(0.004)

0.042***
(0.004)

0.041***
(0.004)

cpi
5.566***
(1.724)

5.588***
(1.723)

hum 1.501***
(0.534)

常数项 2.968***
(0.041)

2.912***
(0.042)

3.042***
(0.042)

2.462***
(0.063)

-3.435*
(1.828)

-3.444*
(1.82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85 0.199 0.239 0.273 0.276 0.277

N 3124 3124 3124 3124 3124 312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表10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红利(spop)和财政支出偏向(G)的估计系数无论在影响方向还是显著

性上,均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的交互项(spop×G)系数均

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人口结构红利不仅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还可作为调节因素。
具体而言,人口结构红利通过对财政支出偏向的调节效应负向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使得人口结构

红利削弱了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加速进城的低技能劳动力从

城市偏向财政支出的资源集聚中获利,进而反哺于农村发展,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财政支出偏向往往通过道路、

医疗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形成,提升城市部门的劳动效率,使得城市部门生产的参与者获

得更多溢出效应与价值增值,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受制于要素报酬差异和要素类型

差异的综合作用,城乡两部门之间的劳动报酬差距较大,进而在不断地累积过程中形成了较大的城

乡收入差距。但是,伴随着庞大的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从低效率的农业劳作走向高效率的工

业生产,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结构红利,进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与此同时,本文尝试采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财政支出偏向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影响。财

政支出偏向其实是政府传递的一种“信号”,这种政府有偏资源配置的“信号”能够被处于低效率的农

村部门劳动者所接收,从而推动了令人瞩目的城镇化运动,激励低效率的农村部门劳动者加速向城

市部门转移,形成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强劲动力。
(二)机制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表10的调节效应检验,依然可能存在内生问题导致测算结果不准确,所以,为进一步验证人口

结构红利的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法)和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

(LIML法)进行估计。表11估计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的交互项(spop×G)回归

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表10估计结果一致,体现出调节效应的稳健性。并且,从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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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看来,表11中的2SLS和LIML等方法所估计的系数值更大,说明在排除时间趋势、遗漏信息

等因素影响之后,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的交互项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变得更强。综

上表明,人口结构红利通过对财政支出偏向的调节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推论3得到

验证。

表11 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2SLS LIML

(1) (2) (3) (4)

spop
-0.775***
(0.054)

-0.631***
(0.064)

-0.775***
(0.054)

-0.631***
(0.064)

G 1.011***
(0.261)

1.299***
(0.264)

1.015***
(0.261)

1.302***
(0.264)

spop×G
-6.647***
(1.227)

-5.184***
(1.194)

-6.671***
(1.229)

-5.196***
(1.195)

fia
0.037***
(0.006)

0.037***
(0.006)

fdi
-6.094***
(0.568)

-6.094***
(0.568)

csl 0.035***
(0.004)

0.035***
(0.004)

cpi
-8.181***
(2.893)

-8.181***
(2.893)

hum 1.823***
(0.567)

1.823***
(0.567)

常数项 2.693***
(0.030)

10.785***
(2.989)

2.342***
(0.030)

10.247***
(2.953)

Kleibergen-PaaprkLM
193.369
(0.000)

128.242
(0.000)

Kleibergen-Paaprk
WaldF

691.703
(7.770)

670.238
(12.200)

HansenJ
8.819
(0.032)

5.376
(0.146)

year yes yes yes yes

adj_R2 0.136 0.219 0.136 0.219

N 2556 2556 2556 2556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显著性水平同表2。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分别考察人口结构红利、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

收入差距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人口结构红利对财政支出偏向影响的调节效应。从理论模型分

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来看:第一,在人口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人口结构红利作用凸显,不仅体现在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参与生产过程并获得更高收入,而且也体现在低技能劳

动力通过教育、“干中学”等方式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改变自身低报酬状态,从而能够显著降低城乡

收入差距。第二,财政支出具有城市偏向性特征,加剧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等的状况,不利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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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城乡收入出现不平衡增长,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第

三,人口结构红利和财政支出偏向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人口结构红利

的上升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获得了共享城市发展的权利,削弱了城市偏向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实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从根源上制定有

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这就要求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福利性制

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两部门之间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实现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有效配置

和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第二,持续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有效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部门就

业,使进入城市部门的农村人口平等地共享城市发展的福利,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部门的“高质

量”转移。第三,逐步改善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城市偏向,努力推进城乡两部门之间公共服务均

等化,带动农村发展和保障农村居民权利,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第四,正确引导地

方政府参与经济的行为,考虑到人口结构红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偏向

来实现,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改革迫在眉睫。第五,鼓励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加强合作,
制定协同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城市地区以外的农村居民分享发展成果,促进城

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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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ndfromDemographicStructure,FiscalExpenditureBias
andUrban-RuralIncomeGapinChina

LIChengyou1,2 SUNTao2 WANGShuo2

(1.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y,Jinan,China;

2.ShandongUniversity,Jinan,China)

  Abstract: Accurateidentificationofthekeyfactorsaffectingurban-ruralincomegapistheprerequisiteforeffec-
tivelysolvingthepracticalproblemof“thegapbetweenurbanandruraldevelopmentandincomelevelislarge”inthe
Reportofthe19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ndtheFifthPlenarySessionofthe19thCen-
tralCommittee.Inthispaper,a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ofurban-ruralincomegapisconstructedbymeans
oftheproductionfunctionofconstantelasticityofsubstitution(CES)andtheinstantaneousutilityfunctionofrepre-
sentativehouseholds,andtheeffectsofdemographicdividendandfiscalexpenditurebiasonurban-ruralincomegapare
investigatedwithmultipleeconometricmethodsbyusingthepaneldataof284prefecture-levelcitiesinChinafrom
2008to2018.Theresultsshowthat:(1)Withthecontinuouspromotionofthenewurbanizationstrategywiththeur-
banizationofruralpopulationasthecore,thedividendfromdemographicstructureplaysaprominentrole,whichis
conducivetofurthernarrowingtheurban-ruralincomegap.(2)Fiscalexpenditureexhibitsthefeatureofurbanbias,

whichtendtoallocatelimitedresourcestourbanhigh-skilledlabor,whichisnotconducivetotherationalallocationof
laborresourcesinthefactormarketandcouldwidentheurban-ruralincomegap.(3)Thedividendfromdemographic
structurenegativelyaffectstheurban-ruralincomegapthroughthemoderatingeffectoffiscalexpenditurebias.This
moderatingeffectmakesthedemographicdividendweakenthewideningeffectoffiscalexpenditurebiasontheurban-
ruralincomegap.

Keywords: Urban-RuralIncomeGap;DividendfromDemographicStructure;FiscalExpenditureBias;Modera-
t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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